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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燕郊与“诗苑译林”丛书

陈　璐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彭燕郊以诗人著称，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组织者”，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诗苑译林”丛书即是最初、也最为重要的一种。相关工作因公布的相关材料较少，一般读者不知其
详，久之则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这也使得相关史实有待钩沉、辨析与补充，以细描彭燕郊在其发生、发
展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诗学构想与人生际遇。“诗苑译林”丛书在中断２０年之后重新出版，再次凸
显出彭燕郊当初文学活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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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燕郊以诗人著称，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
“文艺组织者”［１］（Ｐ８２），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
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诗歌写作通过各类
报刊与诗集即可窥见大致的面貌，而关于文艺

组织方面的材料则是散落各处，非仔细钩沉、连

缀，不足以呈现其整体情状。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

代，彭燕郊所进行的“文艺组织”工作大致包括

“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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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外国诗辞典》
等，其身份包括筹划、组稿、主编等不同形式。
相关出版物并不难找见，但公之于众的“文艺组
织”方面的相关材料较少，一般读者无从窥见，
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随着时代衍进、
世事变迁，相关工作即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
彭燕郊于２００８年离世之后，与其“相识相交近
六十年”、长期在湖南出版界工作的李冰封在悼
念文中特别谈到了“诗苑译林”丛书：“希望大家
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五四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出
版史上的重要史实。而这件事的首创者，乃是
一代诗人彭燕郊。”［２］这番呼吁即显示了当事人
对于历史情势的感知。本文旨在以彭燕郊所操
持的“诗苑译林”丛书为中心，对相关史实予以
钩沉、辨析与补充，以细描彭燕郊在其发生、发
展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诗学构想与人生际

遇。

　　一、“诗苑译林”丛书的缘起与主要出版物

“诗苑译林”丛书筹划之际，李冰封时任湖
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为译文室的主管领导，后
来还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
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对该丛书的出版无疑是非
常熟悉的。其对于彭燕郊与“诗苑译林”丛书的
回忆大致包含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关于彭燕郊
提出的相关想法以及出版社的反应：

大约是在１９８０年，彭燕郊兄先找了当时担
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黎维新兄，说建议出
版一套译诗的丛书，要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
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老黎要他找我，因
为当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工管五个编辑
室，刚成立不久的译文室是其中的一个。于是，
他就找了我。记得谈了“五四”以来，在新文学
领域中，译诗是个很薄弱的环节，这也影响了我
国新诗的发展。但也有译得好的，比如，冰心、
梁宗岱、戴望舒等人，要重印他们的旧译。还谈
了介绍外国诗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如，
介绍俄罗斯的，除了应介绍普希金、莱蒙托夫、

涅克拉索夫以外，还要介绍叶赛宁、介绍阿赫玛
托娃、茨维塔耶娃……我十分佩服他有远大的
眼光，于是，建议他还去找当时译文室主任夏敬
文同志（还介绍了夏敬文１９４７年在武汉大学
搞学生运动的经历，并说明他现在思想也开放）
和译文室的两位台柱：杨德豫兄和唐荫荪兄。
他读过杨德豫兄翻译的拜伦，认为译得很好。
这以后不久，译文室根据他草拟的这套丛书的
书目，开会讨论了两次。我参加了他们的讨论
会。讨论的情况，并由我向社长黎维新兄作了
汇报［２］。

彭燕郊后来在回忆“诗苑译林”丛书时特别
提到了黎维新（１９２５－２０１５）、李冰封（１９２８－），
“这两人和我都很熟。湖南的出版是他们两个
人开拓的。他们约我搞点东西，我就想到这
个”［３］（Ｐ３２－３３）。“他们约我”和李冰封所说“彭燕
郊兄先找了”，措辞有些差异，但细品之下，两者
的出发点都一样，即都将如此一桩在当代文化
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归因于对方，可说是
相互敬重、英雄相惜。而从上述文字所提到的
人物来看，除了黎维新、李冰封两位社领导外，
还有夏敬文（１９２０－）、杨德豫（１９２８－２０１３）、唐
荫荪（１９２７－１９９６）等人。编辑或“思想也开
放”，或有“译得很好”的作品，这与彭燕郊自然
是多有投合之处。在一般描述之中，杨德豫作
为“主持了大型外国诗歌丛书《诗苑译林》的编
辑工作”［４］（Ｐ８１７）而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上
述诸位也都是推动“诗苑译林”丛书至关重要的
人物，值得历史铭记。
杨德豫在回忆中称彭燕郊建议出版丛书的

时间为“１９８２年初”，又称“丛书于１９８３年开始
出版”［５］，这里所提到的时间需稍加辨析。从目
前资料来看，如果说李冰封回忆中提到的“大约
是在１９８０年”，只是一个约数的话，那么，从新
见彭燕郊当时致施蛰存信来看，最迟在１９８１年

９月，两人就建立了书信联系并就“译诗丛书”
之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商讨———从中也可知丛
书最初名为“译诗丛书”，彭燕郊认为，“叫‘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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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似乎不够味”，由此请施蛰存“代拟个名
称”。及至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又有“《梁宗岱
译诗集》已编好”、卞之琳和孙用“对译诗丛书都
很支持，很热情地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也提供
了一些线索”［６］一类语句。以此来看，彭燕郊向
出版社提出建议的时间可依李冰封所言，认定
为１９８０年；彭燕郊随后所开展的工作，显然也
是在出版社的授意之下进行的，至１９８１年底，
已有译诗集编成。
至于“丛书于１９８３年开始出版”这一时间

表述，很可能是杨德豫将他接手“诗苑译林”丛
书工作的时间记为丛书最初的出版时间。①这
大致也没错，目前所见最早的、明确标注“诗苑
译林”字样出版物，即１９８３年３月版《梁宗岱译
诗集》，其装帧方式也为后来的丛书所沿袭。但
其中也有一个细节需注意，李冰封回忆所提到
的、被彭燕郊称誉的杨德豫所译拜伦诗选，应该
是１９８１年８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拜伦抒情诗
七十首》，此书最初是作为普通译诗集出版的，
封面未署“诗苑译林”字样，多次印刷之后才按
照“诗苑译林”的统一样式装帧，②类似情况还
包括江枫译《雪莱诗选》（１９８０年１０月）、黄伟
经译《屠格涅夫散文诗集》（１９８１年６月）、郑振
铎译泰戈尔《新月集·飞鸟集》（１９８１年８月）、
冰心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１９８２年

５月）和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１９８２年７
月）等。但从日后的统计来看，这些译诗集都被
归入“诗苑译林”丛书之列，由此亦可见丛书最
初在出版思路方面的一些情况。
其次，上述李冰封的回忆文也谈到了“诗苑

译林”丛书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书目：

（一）译诗名家的专集：暂刊戴望舒、梁宗
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施蛰存、冯至、戈宝权等
人。（二）各国诗选：如《英国诗选》、《苏格兰诗
选》、《法国七人诗选》、《俄国诗选》、《苏联抒情
诗选》、《古希腊抒情诗选》、《印度古诗选》、《日
本古典徘句选》等。（三）各国杰出诗人的诗歌
选集，如，弥尔顿、布莱克、司各特、拜伦、雪莱、

霍思曼（以上英国），雨果（法国），里尔克（德
国），普希金、莱蒙托夫、谢甫琴科、屠格涅夫、
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叶夫图申科、帕斯
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
等（以上俄罗斯及乌克兰……），狄金森（美
国），聂鲁达（智利），泰戈尔（印度），纪伯伦
（黎巴嫩）等。（四）现、当代各国诗选，如，《美
国现代诗选》、《法国现代诗选》、《德语国家现代
诗选》、《北欧现代诗选》、《西班牙现代诗选》、
《美国当代诗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日
本当代诗选》等。
翻译以上名诗的名家，除上列已出版译诗

集的各位名家外，还包括：冰心、卞之琳、罗念
生、郑振铎、金克木、沈宝基、周煦良、王佐良、赵
瑞蕻、杨苡、查良铮（穆旦）、杨德豫、绿原、屠
岸、江枫、林林、方平、袁可嘉、郑敏、魏荒弩、陈
敬容、北岛、王央乐、吕同六、罗洛、申奥、邹绛
……［２］

李冰封以历史回顾的眼光视之，从中可知
丛书的大略———他也指明上述书目并非一开始
就全部列出，而是多次讨论的结果，但从最早明
确标注“诗苑译林”字样的《梁宗岱译诗集》来
看，书目预告即已达到３６种，可见当时已有宏
大的计划。丛书的出版总量，杨德豫称“共出版

５１种”［５］。不过根据出版预告及其他相关材
料，有必要特别指明的一个事实是，限于出版能
力，未能出版的译诗集应该也不少，比如，叶汝
琏所译《法国当代诗选》（已见出版预告）、袁可
嘉所译《叶芝诗选》等。①

对于“诗苑译林”丛书当时的总体发展而
言，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
文艺出版社两个不同的出版主体。杨德豫回忆
称：“（丛书）１９９０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移交给
湖南文艺出版社继续出版”，“１９９２年我奉命离
休，这套丛书也就终止运作了”［５］。个中的具体
细节，限于资料，暂无法获知。大致情形即是如
此，前后有十余年。前一阶段时间较长，后一阶
段较短，似有草草收尾之势，其中部分为稍早时

５０１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陈　璐：彭燕郊与“诗苑译林”丛书



期译诗集的重印。比照两个阶段出版物的封
面，前者简洁、典雅，后者则增加了色彩和形象
的元素，装帧思路有由雅而趋俗之势，这一变化
大抵也可说是显示了１９９０年代前后出版社对
于市场因素的主动应对。
但对彭燕郊而言，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他与出

版社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个中缘由，他本人认
为是人事方面的原因。大致情形是，当时某位
领导看中一部译稿，译者本人较早就已去世。
彭燕郊表示每本译诗集都有统一的体例，都有
一个比较详细的“译者序”，要找一个人来写，
“书要慢一点出”。不想，这么处理引得领导“大
发脾气”，并且谈到“这个前言里边为什么要提
彭燕郊啊，我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又不是湘潭
大学的出版社。结果他就把前言去掉了，后面
出的那十几本都没有前言了”［３］（Ｐ３３）。因为这一
波折，此后丛书的选目与出版工作，彭燕郊的参
与程度无疑会受到影响。
这自然还只是一面之辞，但其中所提到的

“前言”倒是一个观察角度，较早时的“诗苑译
林”丛书，其前言有一小段感谢语：“特别要感谢
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
稿、审 校 等 工 作 上，都 曾 付 出 过 辛 勤 的 劳
动。”［７］（Ｐ２）彭燕郊非出版社人，“规划、组稿、审校
等工作”，显示了出版社对其工作性质的界定。
而仔细翻阅各出版物，取消前言的时间大致在

１９８６年初，最后的一本应该是这一年２月出
版、由曹明伦翻译的司各特的《湖上夫人》。
不过，此后的译本虽然取消了前言，但也不

难判断其与彭燕郊的紧密关系：一方面，仍有不
少译者在“译序”一类文字中表达了对于彭燕郊
的感谢；另一方面，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
看，此后所出版的多数译本，应该都是源于彭燕
郊的组稿，译者与其保持了比较多的联系，典型
的例子有《朱湘译诗集》（洪振国整理、加注，

１９８６年５月）、《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１９８６
年５月）、《西班牙现代诗选》（王央乐译，１９８７
年２月）、《日本当代诗选》（孙钿译，１９８７年７
月）、《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１９８７年９月）、

《域外诗抄》（施蛰存译，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俄国
诗选》（魏荒弩译，１９８８年１月）、《译诗百篇》
（孙用译，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北欧现代诗选》（北
岛译，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请向内心走去———德语
国家现代诗选》（绿原译，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等。
这其中的曲折，一般读者自是无从知晓。

而从熟知当时情形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此等
细节亦被略过，而将“诗苑译林”丛书的主要功
绩归于彭燕郊，即如杨德豫所指出的：彭燕郊是
该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
然，功不可没”［５］。很显然，当事人看到了彭燕
郊之于诗歌史、文化史的更为宽广的意义，并且
相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
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有
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５］

　　二、彭燕郊的诗学构想与人生际遇

黎维新的纪念文谈到，彭燕郊在筹划“诗苑
译林”丛书时“不计个人名利”，也谈到他“富有
远见和开拓精神”，意识到了五四以来诗歌事业
的发展有过“一段严重的脱节”，而“当务之急”
是出版译诗丛书，“以取其精华，繁荣我国新时
期的诗歌创作，并促进对外文化交流”［８］。李冰
封也指出，彭燕郊当时认为，五四以来，“译诗是
个很薄弱的环节”，又称彭燕郊“有远大的眼
光”，“介绍外国诗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流派
的”，在今日看来，这都可视作是新时期之初彭
燕郊在世界诗歌历史和新诗发展方面独特的识

见。更确切地说，其“远大的眼光”一方面表现
在对于历史的熟稔，另一方面是他对当时诗歌
发展局势的判断。
彭燕郊其实并不通外语，但有足够多的资

料表明，他对于现代翻译总体状况的熟悉程度
远在一般人之上———很多“在一般人的视野之
外”的译作，他都能如数家珍。宽阔的视野是基
于此，寻找、联系译者的烦恼也是基于此。如果
说，译诗丛书最初的打算是涵括“五四以来外国
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那么，随着工
作的逐步开展，与相关译界人士的联系日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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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构想越来越庞大，标准也由有“名”而趋向
“重要”之势，即如彭燕郊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给
译界前辈施蛰存的信中所谈：“诗苑译林”丛书
“除了总结‘五四’以来译诗成果外，也得努力组
织力量译那些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
出版那些应出版而未出、或未认真出版过的名
译佳作。”［６］

所谓“组织力量”，其实主要就是彭燕郊在
与出版社“达成了共识”之后（黎维新语），个人
联系各路译者，并且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与卞之琳、施蛰存、梁宗岱等译界前辈探讨。对
于并非从事译介工作、且已年逾花甲的彭燕郊
而言，此一工作着实是有着特别的难度：其一，
不少译界前辈已是古稀之年，精神状态与身体
状况显然对翻译工作多有影响，如梁宗岱（１９０３
年生），当时已在病中，１９８３年１１月去世；而施
蛰存（１９０５年生）处理《戴望舒译诗集》和个人
译诗集《域外诗抄》的工作进度也比较缓慢，以
致彭燕郊信中多有“你和望舒的译诗集什么时
候能寄出？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１９８１年１０
月３０日）一类急切的声音。其二，彭燕郊对于
译诗状况的了解是基于“读者”的角度，当时与
各路译界人士少有直接的联系———相比于梁宗
岱、施蜇存、卞之琳等名家，联系那些不同语种
的、名气尚且有限的译者，难度要大得多。个中
情形，从彭燕郊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间致施蛰存的信
即可见一斑。如前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３０日信所
示，彭燕郊请施蛰存“告诉”金克木的地址，“最
好请代为介绍

獉獉獉獉
”———着重号均为原有，其重视且

急迫的程度可见一斑；又询问“上海有没有搞法
国诗翻译的同志？龙沙，还有维尼，缪塞，拉马
尔丁，我想都得好好译过来。又如塔索和彼得
拉克，至今没译，真太遗憾了。你看能找到合适
的译者不？”［６］毫不夸张地说，此种联系近乎滚
雪球的方式，从各方获得译者信息，逐一联络，
几年下来，终至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但也需
看到，从彭燕郊致施蛰存信的线索来看，在其广
泛联络之下，梁宗岱、朱湘、戴望舒、施蛰存、卞
之琳、孙用、金克木等人的译诗集得以出版，但

徐霞村以及龙沙、维尼、缪塞、拉马尔丁、塔索、
彼得拉克等诗人作品的译者的联络情况如何，
已无从察知。
进一步看，彭燕郊在新时期之初即敏锐地

“建议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是基于他对当时
诗歌发展局势的判断。他有不少相关谈论，最
集中的一次见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２日写给木斧的
信，他将外国诗歌的译介置于“艺术更新”的角
度来看待：

艺术更新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首
先：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诗的要求，其次，我们身
上的旧观念过去已经浪费了我们大部分的大好

光阴，我们再不能被它拖住故步自封了。你和
我一样，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
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到最后，人类文明的全部
成果被宣布为“封资修”垃圾，能说我们没有受
这个大文化坏境，文化气氛的影响吗？改革、开
放的十年来，有幸的是我自己总算慢慢的睁开
眼睛了，知道该看看世界，看看自己的国家，和
自己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了。这样，我就既有奋
发、乐观的一面，又有痛苦的反省的一面……这
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绍）各国现代诗的
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

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
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
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
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
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起哄和胡闹是
没有用的，只有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
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人，才真正能够得到真正的
诗［９］。

如前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彭燕郊与出版社
发生了某种嫌隙，实际上，其所结识的人物、其
译介外国诗歌的内在理路，当时已经发生了一
些重要的变化，大致说来，就是更年轻、更新潮、
更现代。最明显的表征是《国际诗坛》《现代世
界诗坛》这两种译诗丛刊的创办，前者的署名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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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之一即彭燕郊，他在编“诗苑译林”过程之
中结识了著名朦胧诗人、翻译《北欧现代诗选》
的北岛。
总的来说，“诗苑译林”丛书有比较强的历

史回顾的色彩，多半是前现代的世界诗歌作品，
现代诗歌较少，当代诗歌更少。而译诗丛刊更
具灵活性，便于刊载最新的世界诗歌作品和资
讯。最被津津乐道的是１９８７年１０月约瑟夫·
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出
版的《现代世界诗坛》创刊号以６０个页码的篇
幅，重磅推出布罗茨基专辑，包括诗抄、《文明的
孩子》、诺奖祝词、受奖演说、专题介绍文等内
容。其他的如１９８７年３月出版的《国际诗坛》
第２辑，头条为法国１９８６年诗歌大奖获得者弗
雷诺诗选，１９８７年８月传播的《国际诗坛》第３
辑，也有１９８６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瓦莱·索
因卡专辑。凡此，均显示了独特的即时效
应———在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时代，这种操
作的迅捷性几乎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彭燕郊给木斧写信之际，“诗苑译林”丛书

的出版工作已呈式微之势———也可以说是其所
操持的译介事业遭遇了多方困境。以刊载现当
代外国诗歌为主的译诗丛刊先是由漓江出版社

出版的《国际诗坛》，１９８７年１月出版第１辑，至

１９８８年１月出版第四辑之后停止出版；④转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现代世界诗坛》之名，于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出版第１辑至１９８９年８月出版第

２辑之后即停刊。以此来看，彭燕郊给木斧信中
提到的“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
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的说法，与黎维新的回忆
相通，大致可以见出彭燕郊在不同场合有过类
似的谈论；而关于“现代诗”和“新诗的前途”的
谈论，实际上也可说是熔铸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
“现代诗”在中国出版的遭遇，“诗苑译林”丛书，
有不少销量可观，如《拜伦抒情诗七十首》等，印
数达４０万册；《国际诗坛》第１、２辑初印为１７
０００册，第４辑为７　５００册；及至《现代世界诗
坛》，初印数又降至５　０００册，差不多一年之后
所出版的第２辑，印数仅区区１　８７０册———印

数呈现断崖式下降趋势，停刊自是必然，实际上
也表征了“现代诗”在当时的某种命运。以此来
看，“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无闻的埋
头苦干的人”一类说法，也可说是熔铸了独特的
个人境遇。

　　三、丛书的反响与时代的氛围

从更大的时代范域来看，彭燕郊所构想的
各类外国文学译介丛书、丛刊的出版，跟时代氛
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最初的、也可说是最直观的自然是与奋发

有为的出版湘军的构想相契合，黎维新曾指出，
“（彭燕郊）这种富有远见和开拓精神的倡议，正
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出版社在突破‘地方化、通
俗化、群众化’的方针局限之后，也正在面向全
国、面向世界，扩大出书范围，急需这方面的译
著。”［８］惟其如此，彭燕郊向出版社所提出的建
议，总体构想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得到黎维新、
李冰封等老朋友的支持并得以实施。

１９８１年９月４日，彭燕郊在给施蛰存的信
中说道：“出版译诗丛书，是我开的头，给他们提
的建议，开始似乎还不那么热心（这些年人们提
到诗就摇头，假、大、空泛滥之后果有如此者），
现在期待颇切，我也乐于帮他们‘跑跑腿’。”［６］

从中不难看出，彭燕郊最初向出版社提出“诗苑
译林”丛书的出版构想之际，出版社方面有一个
从“不那么热心”到“期待颇切”的过程。其时，
“诗苑译林”丛书已经开始出版，大抵在组稿等
方面已经呈现出可喜的态势。以此来看，前述
李冰封回忆中提到的当时译文室的“讨论”，不
仅仅是关于“书目”的讨论，也应该是包含了这
个“刚成立不久的”译文室对于发展方向的思
考。这跟前文所谈到的“诗苑译林”最初的出版
思路也相对应。
来自于读者、评论家的鼓励也是可以直观

感受得到的。杨德豫称“诗苑译林”为“五四以
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这
套丛书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
争相购阅，也受到专家、学者、诗人、翻译家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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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重视和高度赞许”［５］。“争相购阅”的情形，
可见于彭燕郊本人后来的口述，“当时的出版形
势非常好，《诗苑译林》一出就卖光。一个多月
出一本，不断地出，后来一共出了五六十种”；
“五一路新华书店天没亮就有人排队，排很长的
队，一开门呢，一下子就抢光，‘请你们明天早些
来，’工作人员就这么说。那个时候啊，人们精
神饥饿的时间太长了。”［３］（Ｐ３２）“精神饥饿”一词，
又一次显示了彭燕郊对于当时情势的判断。
杨德豫同时还列举了１９８３－１９９１年间的

一些“读者和专家对于《诗苑译林》的评语”，包
括马文通（香港）、萧乾、丁白墨（读者）、袁可嘉、
施颖洲（菲律宾）、施蛰存、戈宝权等人，出处则
包括香港版《大公报》《中国文学年鉴》《世界文
学》等重要书刊。这里引述其中的两条：一是

１９８４年《中国出版年鉴》如是写道：“《诗苑译
林》是……一套规模比较宏大，内容比较完整，
包罗诗歌流派比较丰富的外国诗歌翻译丛书。
……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是对‘五四’以来
外国诗歌译介成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另一方
面，它还将填补外国诗歌译介工作若干方面的
空白，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
加多样化，不但为广大诗歌读者提供丰富的精
神食粮，也为全国诗歌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研究
者提供重要的资料。”二是施蛰存的评价———见
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８日他给杨德豫的信：“‘五四’
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
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过一九一九至一九七九
年所出译诗总数。”［５］

两种评语指明了“诗苑译林”丛书总量大，
工作系统而全面，兼有“回顾和总结”历史、填补
“空白”的双重效应。实际上，也可以从另一个
角度来看取，那就是庞大的译者群体。毫不夸
张地说，如前述李冰封文所列，“诗苑译林”丛书
囊括了五四以来最为重要的数十位诗歌翻译

者，“这些书名和人名组成的辉煌阵容，在今天
是难以想象的，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明星
阵容的诗歌汉译‘梦之队’”［１０］。其中，除了少
数译者如郑振铎、戴望舒、朱湘、徐志摩、查良铮

（穆旦）等人已故世外，多数译者还健在，从目前
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虽不便说是全部，但彭燕郊
与其中的大部分译者都保持了或短或长的联

络，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这是以一种滚雪球的方
式逐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译者队伍，彭燕郊非
出版中人，长沙地处当时文化尚不发达的中部，
湖南人民出版社也未必有多大名气，以今日项
目化的眼光视之，这着实“是难以想象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１９８０年代的

时代氛围之所在。在经历了“漫长的封闭岁月”
之后，很多“老同志”———比彭燕郊更年长的如
罗念生、施蛰存、卞之琳，同辈人如绿原、袁可
嘉、王佐良、郑敏等，无不有着强烈的工作干劲，
这对彭燕郊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激励，令其总有
“时间不够”之感。典型的状态可见于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２７日彭燕郊从北京给陈耀球信中的描
述：“二十二日晚抵京后，从第二天起即处于紧
张的‘满城跑’状态中”，“是业务上的联系，北京
老同志太多，每天至多看二人，总是感到时间不
够”［１１］。当然，更年轻一代译者所给予的鼓励
也是显在的，北岛曾回忆１９８５年彭燕郊筹划
《国际诗坛》的交往情形，“为此他常到北京，挤
在我们只有两小间卧室的家里。当时没有任何
资助，连路费都是他自己掏的。他四处约稿，从
早到晚坐在我家昏暗的灯光下读稿写信”［１２］。
其间或有文学修饰之语，但基本形象当无疑义。
对于彭燕郊本人而言，经由“诗苑译林”等

外国诗歌丛书、丛刊的筹划、组稿乃至主编工
作，接触更多的文学界、翻译界的人士，这也是
一个身份廓大的过程。彭燕郊一般被视为“七
月派”“胡风分子”，偏于革命、左翼一类，与各路
人士有更多交往，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更普遍的
文化意义的“文艺组织者”。同时，研读更多外
国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对其诗艺也是一
个淬炼的过程，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的诗歌写作
中始终保持开放的眼光和探索的精神，人称“衰
年变法”，甚至有“彭燕郊现象”之说［１３］，这无疑
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凡此，也可以见出时代
语境之于个人的独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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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结之语

１９９１年，“诗苑译林”丛书荣获首届全国优
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这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但
历史的讽喻也在这里———获奖似乎也是某种终
结，根据杨德豫的回忆，１９９２年自己奉命离休，
“诗苑译林”丛书“也就终止运作了”［５］。

２０１２年———在中断二十年、彭燕郊离世已
有四年的时刻，湖南文艺出版社开始重启“诗苑
译林”丛书的出版工作。首辑为五种六本，其中
《拜伦诗选》（杨德豫译）、《爱伦·坡诗集》（曹明
伦译）、《图像与花朵》（［法］波德莱尔著，陈敬容
译）为重印，上下两册《叶芝诗选》名为新书，但
实际上也可视作当初所积累的稿子，⑤仅《狄兰
·托马斯诗选》（韦白译）为全新的译著。随后，

也有少量为旧译重印，如《勃朗宁夫妇爱情诗
选》（方平、飞白、汪晴译）等，但更多的都是新
书，如《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
（２０１６年）、《在水中热爱火焰：安德拉德诗选》
（２０１７年）、《尘世以上的爱情》（［俄］米拉·洛
赫维茨卡娅著，汪剑钊译，２０１８年）、《安魂曲》
（阿赫玛托娃著，曾思艺译，２０１８年）等。丛书
的接续、历史的回顾，⑥再次将“诗苑译林”丛书
这一“涵盖广，质量高，影响深远”“中国当代诗
歌翻译上最重要的里程碑”［１２］推上了历史的前
台，而这也再次凸显出彭燕郊当初文学活动的
意义，也意味着彭燕郊当年未尽的道路又在本
土出版社的引领之下继续前进，尽管随着文化
普及、“艺术更新”，翻译诗歌不再是阅读风向之
所在。

［注释］
① 杨德豫因病住院，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出院后“才接手这套丛书

的编纂任务”，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前述李冰封的回忆文的

佐证。

② 从目前所见版本来看，该书至１９８３年６月第４次印数，

仍为普通封面；至１９８４年９月第５次印刷，为“诗苑译

林”丛书统一装帧，累计印数３３４　５００册。

③ 杨婉指出共计划出版７５种，并列出了详细书目，见《１９８０

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研究———以序跋为中心》，西华大

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

④ 如彭燕郊本人所谈到，他所主编《国际诗坛》仅出４期，但

该刊随后还另出了两辑，署“总第５辑”“总第６辑”，看起

来是出版社的行为，跟彭燕郊已无关联。

⑤ 袁可嘉在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２日致彭燕郊的信中曾谈到这部

译诗集，见易彬、黄园辑：《彭燕郊所存文艺界人士书信选

辑》，《新文学史料》，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⑥ 参见徐小芳：《〈诗苑译林〉的前世今生》，《文艺报》，２０１３年

１月１４日；舒晋瑜：《三十年诗意书香相传———“诗苑译

林”丛书的往事新生》，《中华读书报》，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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